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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提出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性别社会分层的新的理论模型。
本文认为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性别歧视是父权主义借助区隔主义的官僚政
治 ,扭曲再分配过程 ,在平等主义国家无法监控的基层生成的 ,并由此构建了
一个特征鲜明的性别分层结构: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越远 , 受到的性别歧视
就越严重。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 , 原来受到再分配体系保护的等级地位较高
的女性受到的歧视也将逐渐加重。本文使用了跨度 15 年的 3个全国性数据

来验证这一理论推导出来的一系列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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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尽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使得男女两性平等在劳动力市场的参

与 、教育水平以及职业地位的获得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

是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 ,男女性别间的工资依然有着相当的差异 。

这一性别收入差异在社会转型的今天依然明显(Bian et al., 2000;

Parish &Busse , 2000;张丹丹 ,2004;谢嗣胜 、姚先国 , 2005;李实 、马欣

欣 ,2006)。面对这一现实 ,众多的理论解释简单地将它归结于性别歧

视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并没有完全消亡。这样的结论不仅仅与社会主义

制度所极力倡导的平等主义理想相矛盾 ,同时也无法解释不同社会群

体的女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的实际情况(具体评论综述见

Bian ,2002;Xie &Hannum , 1996)。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对于男女性

别收入差异的讨论又给出了较为混乱的结果:既有认为性别收入差异

持续的 ,也有认为收入差异将扩大的 ,还有认为收入差异将缩小的。这

些困境和矛盾都要求理论脉络更清晰 ,同时也更具概括性的理论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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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为有意义的例子是谢宇等指出的不同教育水平的女性与同等教育水平男性间的收入

差异是不同的(Xie &Hannum , 1996)。



要达到这样的目标 ,不可缺少的一步就是重新理清社会主义制度下社

会分层的结构和产生的机制 ,并进一步评估这样的机制在社会转型时

期的趋势 。

社会主义社会分层研究的主要理论有萨列尼为代表提出的再分配

理论(Szelényi , 1978),以及倪志伟扩展再分配理论而提出的市场转型

理论(Nee ,1989 , 1991)。萨列尼进一步阐述了波兰尼的“再分配”概念

(波兰尼 ,2007 2001 1944),并延续了早期的“新阶级”理论传统(Djilas ,

1957),明确地把再分配者称为“组织在垄断再分配权力周围的阶级” ,

并将之与“工人阶级”相对(Szelényi ,1978:77)。通过对再分配过程的控

制 ,再分配者剥削直接生产者 ,并让自身阶层得利 。这一理论逻辑控制

了当前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研究 ,其表现就是由其发展而来的市场转

型理论及围绕其间的争论(Nee , 1989 , 1991;Bian &Logan , 1996;Xie &

Hannum , 1996 ;Walder et al., 2000;Zhou , 2000;宋时歌 , 2004)。尽管精

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差异有着较大的理论意义 ,但它仅仅构成社会主

义社会中不平等的一个小部分(参见Walder , 1996)。将波兰尼“再分

配”的概念简单延伸为一个从精英角度出发的解释体系 ,以及对精英阶

层的过分关注 ,阻碍了我们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分层结构的理解。

回到性别收入差异的话题 ,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包括 ,为什么在

强烈的社会主义平等政策下 ,会产生区隔男女两个劳动群体的鸿沟 ?

生成这一性别差异的 ,是与区隔精英和普通大众的相同的再分配过程 ,

还是其他还没有指出的机制? 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分配相比 ,

再分配过程是怎样影响性别不平等的决定因素的 ? 显然 ,对于“再分

配”的有限理解以及对于精英特权的过度纠缠 ,使得我们无法回答以上

的基础性问题。尽管有了大量的经验研究 ,我们仍然缺乏对“现实存在

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分层过程的综合理解(伦斯基 , 2005 2001)。

性别界线已经超越了再分配者与生产者群体的二元划分 ,再分配理论

及其衍生理论显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不同职业 、不同地位的女性都同样

受到性别歧视。

在本文中 ,我们用当代中国城市性别收入差异来演示社会主义分

层结构的特征。我们希望说明:(1)产生性别收入差异的性别歧视的部

分根源存在于社会主义再分配过程之中;(2)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扭曲

了社会主义的再分配过程 ,生成了一个鲜明的性别分层结构 ———与不

同等级地位群体的女性在再分配过程中的位置相关 ,她们面临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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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性别歧视;(3)随着社会转型及再分配过程的改变 ,性别不平等

的结构也随之产生了变化 。

二 、社会主义社会的性别不平等

(一)研究对象

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之前 ,有必要说明 ,我们无意争论社会主义国家

中有(或是无)性别歧视。目前有关研究似已达成共识:社会主义性别

平等的诺言在现实中没有达成(Stacey , 1983;Einhorn , 1993;S rensen &

Trappe , 1995;Honig , 2000;Parish &Busse , 2000)。即使有着相似的个人

资源 ,这些社会中女性的收入仍然少于男性。因此 ,性别歧视显而易

见。但是 ,现有的研究并没有深入探求这样的收入差异背后的分层结

构。我们认为 ,由于再分配过程及其中的官僚政治 ,不同群体的女性面

临着不同程度的歧视 。本文的目的是描绘不同阶层女性所面临的与本

阶层男性之间的收入差异 。

(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性别差异

社会主义性别平等的思想产生于对女性局限于家庭事务的批判 。

正是由于女性肩负了繁重的家务责任 ,才导致了女性的从属地位 。因

此 ,最初的解决方案是推广家务劳动的社会化 ,并鼓励女性进入劳动力

市场 。这样的措施逐渐转变成了一种官方语言 ,并可以用口号“妇女能

顶半边天”来总结。因为这些政策 ,中国女性获得了接近于男性的教育

水平和工作比例(Tang &Parish , 2000;Parish &Busse , 2000)。例如 ,中

国的女性工作比例为世界最高的 90%(UNDP , 2002)。

但是 ,高比例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并没有自动带来社会主义所承诺

的性别平等 。相反 ,女性通常发现自己陷于工作和家务的“双重负担”

(Whyte &Parish , 1984;Parish &Farrer , 2000)。尽管中国女性相对于男

性的收入在国际比较中已经是名列前茅 ,但总体上她们的收入还是要

低约 25%(Putnam , 1990;Parish &Busse ,2000;Bian et al., 2000)。即使

控制了其他因素 ,女性的收入还是比男性少 。特别是具有同等教育水

平 、技术水平以及工作经验的女性的收入仍然低于男性 。社会主义社

会男女平等的官方原则广为传播 ,但父权主义文化并没有消失 ,而是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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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了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背后 。这些研究一再表明 ,现实与国家所

承诺的男女平等的目标相去甚远 ,理想与现实存在差距 。

有的研究也尝试着探求男女性别差异背后的原因 。其中一个论点

是 ,女性的低收入是由于她们自己的偏好和选择(S rensen &Trappe ,

1995)。其逻辑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女性并不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自愿

参与劳动的。因为社会主义发展策略所导致的低工资制度 ,使得女性

不得不工作以维持家庭的消费水平(Parish &Busse , 2000)。而且 ,女性

集中在照护和服务行业 , 在管理和行政等职业只占极小的比例

(Putnam , 1990;Parish &Busse , 2000;Bian et al., 2000;李实 、马欣欣 ,

2006),女性在非国有企业的比例也较高(Bian et al., 2000),而女性集

中的行业的工资较之其他行业更低(Putnam , 1990)。然而 ,性别上的职

业隔离仅仅能解释一小部分性别收入差异 。一些研究结果还表明 ,控

制职业或是职业中的女性职工比例 ,性别收入差异仅仅降低很小的百

分比 。即使是在同一职业内 ,相似特征的男女收入依然存在较大的差

异(Putnam ,1990;Parish &Busse ,2000)。

(三)评论

以往的研究描述了一个普遍而又简便的性别差异情形 ,并没有指

出整体上的性别分层结构。而一个自相矛盾的现实是 ,一方面国家强

力提倡性别平等 ,并且拥有再分配的权力和权威 ,如可以通过设定劳动

力价格 ,消除工资上的性别差异;另一方面性别收入差异又是如此不可

忽视地存在着。是国家的政策和措施没有取得实践中的效果? 还是国

家的再分配权力对父权主义无能为力?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 ,社会主

义国家的女性比起其他社会中的女性 ,享受了更多的平等和机会 。

一个没有被意识到的现象是 ,这些社会中女性群体内部的分层 。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有一定比例的“标杆”似的女性被提拔到高层行政领

导岗位;而在普通民众层次 ,不同教育水平 、不同职业 、不同行业的女

性 ,所对应的性别收入差异是不同的(Xie &Hannum , 1996;Putnam

1990;Bian et al., 2000;Parish &Busse , 2000)。这些碎片似的信息 ,说

明国家平等主义政策对于不同群体的女性的效果是不相同的 ,不同群

体的女性受到的性别歧视有程度之别。性别分层的结构比简单说女性

收入比男性低 25%,要复杂得多 。

而这一特别的性别分层结构背后的制度性原因是什么 ?一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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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性别收入差异归结于社会主义国家权威的功能丧失(S rensen &

Trappe , 1995)。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因为 ,平等主义国家的确没有能

够确保性别间的平等 。但是 ,这样的论断又是不彻底的 ,它没有指明这

一现象背后的制度性安排 ,并不是国家没有推行平等主义政策 ,而更有

可能的是基层的官僚政治使得国家的平等主义无法普及到普通民众的

层次 。这意味着国家的平等主义原则与这一原则的执行间存在着制度

性的断裂 。而这一断裂发生在再分配的链条中。

三 、断裂的再分配过程理论

(一)社会主义分层结构的特征

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建立最大范围的社会平等。事

实上 ,在社会主义实践中 ,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达成这一目

标。比如 ,社会主义的劳动力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由于整个工资体

系的制定建立在支援国家工业建设 、压制消费的基础之上 ,因此 ,其本

身就是一个低工资的体系 。同时 ,由于社会主义平等主义意识形态 ,各

个等级间的工资差异细微 。这样的社会分配制度也就达到了高水平的

社会平等。20世纪 80年代初期 ,城镇基尼系数(Gini index)低于 0 .30。

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 ,这是惊人的成就 ,他们甚至用“去阶层化”来描绘

当时的分层结构(Parish , 1984)。一定程度上讲 ,再分配过程在这一时

期的确显示出了其强大的均平功能 。

所有这些政策的实施依赖于一套完整的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 ,以

再分配的原则和方式逐级加以实现。在其实施过程中 ,官僚体系不仅

可能自身从中获利 ,同时下层官僚政治对待普通民众也可能并不一视

同仁 ,从而导致整体上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结构 。

从以往的文献研究当中 ,至少可以归纳出三类基层官僚政治区别

对待普通民众 ,并影响到了所有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机会 ,造成了他们

在收入上的差异 。这就是再分配理论所没有涉及的再分配制度下区隔

主义的官僚行为。首先 ,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组织是单位制度(李路

路 、王奋宇 ,1992;李汉林 ,2004;Lin &Bian , 1991),而单位是有级别的 。

根据行政级别的逻辑 ,离再分配权力核心越近的单位 ,越有可能获得更

多的资源(Walder , 1992)。其次 ,社会主义的基本所有制度是公有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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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有权事实上是由单位领导来行使的(Djilas , 1957),因此 ,对于官员

能够占据甚至囤积超出标准的住房(Szelényi , 1978;Tolley , 1991)我们

也就不吃惊了。同时 ,他们在分配给普通民众资源的时候 ,也有任意行

事的可能和能力 。第三 ,在基层单位内部 ,再分配机制滋生出主从—庇

护关系(Walder , 1986)。单位领导需要自己可以信任的人员来收集信

息并动员 、实施自己制定的措施。为了吸引这些下级 ,领导不得不分配

给他们相较于普通民众更多的资源(工资 、福利甚至病假等等)作为激

励机制。

图 1　再分配中收入分配(离异状态)与等级地位关系的理论模型

　

因此 ,社会主义再分配过程中的收入结构有两个特征:一是整体上

较小的差异;二是根据距离再分配中心的远近不同而不同的变动范围 。

在远离再分配中心的基层 ,收入较低。同时 ,正是由于较大的收入变动

范围 ,使得基层官僚政治行为的任意性有了用武之地(图 1)。这一“向

右上收敛”的结构背后的制度性原因是平等主义原则与官僚政治行为

之间的矛盾 。其中的关键是任意的官僚行为扭曲了平等的再分配过

程。这一任意的官僚行为在再分配中心周围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但在

远离再分配中心的基层 ,它得以流行。

(二)性别不平等的结构

与这样的工资结构相对应 ,性别不平等的结构也显现出来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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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男性与女性的收入直线均随等级地位的上升而增加 ,女性的增长

趋势要快些(谢宇等在 1996年就指出过教育与收入差异间的趋势 ,参

见Xie &Hannum , 1996)。在右上再分配中心的周围 ,由于较强的体制

内的监管 ,官僚行为任意性较低 ,男女性别收入差距较小;而在左下远

离再分配中心的基层 ,体制内的监管较弱 ,官僚行为任意性较高 ,男女

性别收入差距较大。我们认为 ,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同的女性群体承受

着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一方面 ,接近再分配中心的女性享受着社会

主义平等主义的保护 ,免受性别歧视的迫害;另一方面 ,远离再分配中

心的女性则难以得到国家的保护 ,遭受了严重的性别歧视 。在我们看

来 ,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与延续的父权主义都对再分配过程施加了影

响。但是 ,它们分别影响着不同阶层的女性。

尽管社会主义国家鼓励女性参与劳动 ,并将性别平等当成基本原

则。但是 ,其推广平等主义的努力仅仅是在它能够抑制的地方起到了

作用;在它无法顾及的地方 ,性别歧视依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性别

歧视是 ,父权主义借助区隔主义的官僚政治 ,扭曲再分配过程 ,在平等

主义国家无法监控的基层生成的 ,并由此构建了一个特征鲜明的性别

分层结构: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越远 ,受到的性别歧视就越严重 。在这

一结构中 ,受害最重的是底层的女性 ———她们得到了微薄的再分配经

济报酬 ,同时也承受了严重的性别歧视 。

社会转型时期逐渐引入市场机制 ,再分配机制的调节能力逐渐淡

化。一方面 ,国家继续掌控着某些领域;另一方面 ,对于完全由市场控

制的领域 ,则放弃了监控的权力。这样就形成了不同领域内不同女性

群体的进一步分化。继续置于国家监控领域的女性群体承受的性别不

平等保持着原有的特征;而置于国家之外的市场中的女性 ,则面临着新

的环境 ———原来得益于平等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则失去了国家的保护 。

毫无疑问 ,这些女性必然将承受以往未曾经历的性别不平等 。

(三)可验证的假设

为了进一步用数据来检验上述理论 ,下面给出一系列可供检验的

假设及推论。社会主义社会中性别歧视结构背后的两个相互矛盾的重

要因素是 ,社会主义国家对平等主义的推广及监控与基层官僚行为的

任意性。而断裂的再分配过程理论中能够概括这两个矛盾的力量对比

的 ,则是相对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 。因此 ,可供检验的假设需要首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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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表示这一距离的指标 。我们认为 ,工作单位所有制形式 、教育 、职业

以及管理职位的高低都是可以表示这一距离的指标 。同时 ,将改革开

放以来出现的新变化 ,即再分配机制逐渐减弱 ,市场调节能力的逐渐增

强也考虑在内。因为这些变化降低了平等主义国家通过再分配过程推

广和监控的能力 。本小节将给出描述在转型时期性别分层结构的过渡

特征的假设。

计划经济时期 ,政府是根据各经济组织的行政级别下达计划的 ,计

划中包括行政设定的工资等级 。在下达与反馈(亦即讨价还价)的过程

中 ,经济组织的级别和所有制形式直接影响了单位相对于再分配中心

的能力(李路路 、王奋宇 , 1992;Walder , 1992;李汉林 ,2004)。因此 ,单

位的级别和所有制直接表示了其相对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 。级别越

高 ,离再分配中心越近;国有单位离再分配中心的距离较非国有单位更

近。因此 ,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a:单位的级别越高 ,女性受到的平等主义保护越多 ,她们与

男性收入的差距越小;反之 ,单位的级别越低 ,女性受到的性别歧视越

严重 ,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越大 。

假设 1b:国有单位的女性受到平等主义保护更多 ,她们与男性收

入的差距较小;与国有单位女性相比 ,非国有单位的女性受到的性别歧

视更严重 ,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更大 。

在社会主义转型时期 ,随着改革的深入 ,非国有单位逐渐脱离再分

配过程 ,进入市场调节。在这些单位中 ,没有了原有的推行平等主义原

则及监管的机制 。因而 ,这些单位的管理人员有了更多的自由任意行

事。相反 ,国有单位仍然置于国家直接管理与监控之下 ,国家的平等主

义原则依然行之有效 。因此 ,

假设 1c:随着改革的深入 ,非国有单位逐渐显示出与国有单位不

同的性别分层特征。

社会主义国家对职工的控制也随着其教育程度的不同而不同。这

是因为教育水平是职业 、干部身份以及工作单位级别的重要指标 。首

先 ,教育水平与职业地位间的相关联系相当高 。教育程度高的更容易

进入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职业(Walder et al.,2000;陆学艺主编 , 2004)。

同时 ,国家从高中或技校招收技术工人 ,而从初中或以下招收非技术工

人;其次 ,由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 ,国家特意从教育程度较高的成员

当中 ,招收干部(Walder ,1995;Walder et al.,2000)。而大学毕业生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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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获得了干部的身份;再次 ,高教育程度的更容易进入级别较高的工作

单位。这是因为软预算限制下社会主义单位贮藏人才资源的逻辑(科

尔内 ,1986 1980)。由于级别较高的单位更接近再分配中心 ,它们有能

力获得更多的高教育水平的职工 ,而具有高教育水平的人也愿意加入

这样的单位 ,因为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 。简言之 ,教育水平是一个恰当

的表示相对于再分配中心距离的指标———教育水平越高的 ,离再分配

中心就越近。随着改革的深入 ,虽然在国有单位依然有上述模式 ,但整

体而言 ,教育与职业 、干部身份以及单位级别的相关关系越来越弱。这

是因为 ,市场对于教育的回报符合生产率的增长曲线 ,高教育水平在市

场上更容易得到欣赏并由此获得更高的工资 。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 2a:教育程度越高 ,距离再分配中心就越近 ,高教育水平的女

性受到平等主义保护更多 ,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更小;相应地 ,教育

程度越低 ,距离再分配中心就越远 ,低教育水平的女性受到的性别歧视

更严重 ,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更大。

假设 2b:随着改革的深入 ,在国有单位中 ,教育程度对于男女性别

收入差异的影响模式没有变化;在非国有单位中 ,女性教育程度的高低

对于她们受到的性别歧视没有影响 ,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并不随着

教育程度的变化而变化。

职业与管理职位是社会主义再分配过程影响个人经济境况的另外

两个维度 。不同的职业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并不相等 。在社会主义计

划经济中 ,政府将个人分配到职业岗位上。一般而言 ,计划经济中 ,改

变职业的可能性较低 。① 在城市工作人员中 ,有干部与工人的划分(李

强 ,2000)。干部与工人的人事管理由不同政府部门实施 ———前者由专

门的人事部门管理 ,而后者则可以下放到工业单位领导来管理。干部

的身份更高 ,其工资等级也更高。通常 ,干部的工资等级严格按照国家

设定的等级分配;而工人的工资则更有可能由单位内部的政治过程来

决定。同样地 ,管理职位越高 ,受到再分配中心的监控更严格;而低层

管理人员或是非管理人员则受到基层官僚政治行为的影响更大 。在所

有职业类型中 ,单位的管理人员与官员显然是离再分配中心距离最近

的干部;而服务业 、产业工人都是远离再分配中心的工人。随着市场调

节的份额越来越大 ,非国有单位的职工脱离了国家再分配体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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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基本上取决于单位领导的评估(或多或少基于工作效率 ,但两者

并非完全相同)。因此 ,这为非国有单位的基层性别政治行为提供了不

受国家平等主义限制的可能。与此相反 ,国有单位原来的基本分配机

制已经有所改变 ,但单位领导的政治行为依然受到国家平等主义原则

的限制。因此 ,国有单位的男女性别收入差异的模式没有变化 ,而非国

有单位则产生了新的模式 。因此 ,

假设 3a:职业地位越高 ,距离再分配中心就越近 ,高职业地位的女

性受到平等主义保护更多 ,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更小;相应地 ,职业

地位越低 ,距离再分配中心就越远 ,低职业地位的女性受到的性别歧视

更严重 ,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更大。

假设 3b:随着改革的深入 ,在国有单位中 ,职业地位对于男女性别

收入差异的影响模式没有变化;在非国有单位中 ,女性职业地位的高低

对于她们受到的性别歧视没有影响 ,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并不随着

职业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假设 3c:随着改革的深入 ,在国有单位中 ,管理职位对于男女性别

收入差异的影响模式没有变化;在非国有单位中 ,女性管理职位的高低

对于她们受到的性别歧视没有影响 ,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并不随着

管理职位的变化而变化。

四 、数据分析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 ,本文将分析跨度为 15年的 3个已经公开的全

国性数据 。获得这些数据的调查均是在全国多个城市抽取的具有代表

性的样本。它们是 198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1988 CHIP)(Griffin &

Zhao , 1992)、1995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1995 CHIP)(Riskin et al.,

2000)以及 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 CGSS)(李路路 , 2007)。前

两者是模版基本相同的相隔 7年的研究 ,而后者是首次全国范围内按

照GSS 模式的调查。有关这三次调查的具体信息详见各自的文件 。

由于本文使用职工收入来关注性别收入差异 。因此 ,进入分析的

数据是上述 3个调查数据中的一部分 。对于前两个数据 ,本文仅使用

了城镇部分。同时 ,为了排除没有工作的以及已经退休的 ,分析数据限

定于 18-60岁的城镇人口;2003 CGSS 本身就是关于城镇居民的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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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限定 18-60岁的受访者进入我们的分析 。由于本文分析的基本

统计模型为线性回归模型 ,缺损数据的删除使用通栏的方式(list-

wise)。最终 ,本文分析数据的具体样本数为:1988 CHIP -17197人(其

中女 8211 ,男 8986);1995 CHIP-11389人(其中女 5395 ,男 5995);2003

CGSS -4125人(其中女 2029 ,男 2096)。

(一)变量定义

因变量。个人在调查时的年收入是我们关注的中心变量。它不仅

包括工资收入 ,而是包括工资 、奖金 、福利及其他收入在内的总收入 。

在前两个调查中 ,收入是按照不同的来源逐项填写的 ,我们将所有这些

相加得出总收入;后一个调查直接在问卷中说明 ,调查的是包括所有来

源的总收入。按照惯例 ,我们对收入变量取对数值 ,以便使其更接近于

正态分布 。

自变量 。用于本文分析中的自变量大体可以分成两个类别:一是

常用的收入模型中个人层次的变量;二是女性与其中一些变量的交互

变量 。第一类变量中包括:女性(女为 1 ,男为 0)、党员(党员为 1 ,非党

员为 0)、年龄(连续变量)、年龄的平方除以 100 、① 教育年限(连续变

量)、单位所有制(国有为 1 ,非国有———包括私营 、合资 、集体等 ———为

0)、职业(1988 CHIP与 1995 CHIP;分为 5个类别),以及管理人员(2003

CGSS ;分为非管理人员 、低层管理人员与中高层管理人员)。由于这 3

个调查中的问题选择项的措词并不完全相同 ,在生成同一变量时 ,我们

只好将不同调查中的变量统一到可辨别的大类中 。如 ,两次 CHIP 调

查的职业分类不完全相同。最后 ,统一到了可供辨别的共同的 5大类

职业中 。所有制变量也一样 ,统一到了国有与非国有的分类中 。第二

类变量包括:女性与年龄 、教育年限 、单位所有制 、职业 ,以及管理人员

生成交互变量。这些变量正是用来表示 ,男女两性别的收入是否根据

这些变量的变化而变化。

具体的变量描述性统计量 ,见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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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描述性统计量

N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1988 CHIP

　收入(logged) 17197 7.45 .44 4.09 10.31

　女性 17197 .48 .50 0 1

　党员 17197 .24 .43 0 1

　年龄 17197 37.09 10.14 18 60

　年龄 2 100 17197 14.79 7.71 3.24 36

　女性＊年龄 17197 16.93 18.82 0 60

　女性＊年龄 2 100 17197 6.41 8.11 0 36

　教育年限 17197 10.43 2.81 0 16

　女性×教育年限 17197 4.81 5.38 0 16

　自我择业 17197 .01 .08 0 1

　产业工人 17197 .53 .50 0 1

　职员 17197 .24 .43 0 1

　技术人员 17197 .16 .37 0 1

　经理 管理人员 17197 .07 .25 0 1

　女性＊自我择业 17197 .002 .05 0 1

　女性＊职员 17197 .10 .30 0 1

　女性＊技术人员 17197 .08 .27 0 1

　女性＊经理 管理人员 17197 .01 .10 0 1

　国有 17197 .79 .41 0 1

　女性＊国有 17197 .34 .47 0 1

1995 CHIP

　收入(logged) 11389 8.54 .64 0 10.96

　女性 11389 .47 .50 0 1

　党员 11389 .26 .44 0 1

　年龄 11389 38.66 9.54 18 60

　年龄 2 100 11389 15.86 7.44 3.24 36

　教育年限 11389 10.83 2.92 0 24

　女性＊教育年限 11389 4.96 5.58 0 24

　自我择业 11389 .01 .09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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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N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产业工人 11389 .44 .50 0 1

　职员 11389 .21 .41 0 1

　技术人员 11389 .23 .42 0 1

　经理 管理人员 11389 .12 .32 0 1

　女性＊自我择业 11389 .003 .06 0 1

　女性＊职员 11389 .11 .31 0 1

　女性＊技术人员 11389 .12 .32 0 1

　女性＊经理 管理人员 11389 .03 .16 0 1

　国有 11389 .82 .39 0 1

2003 CGSS

　收入(logged) 4125 8.06 2.86 0 12.61

　女性 4125 .49 .50 0 1

　党员 4125 .27 .67 0 4

　年龄 4125 41.19 10.17 18 60

　年龄 2 100 4125 17.18 8.17 2.89 34.81

　教育年限 4125 10.73 2.98 0 19

　女性＊教育年限 4125 5.20 5.69 0 19

　非管理人员 4125 .71 .45 0 1

　低层管理人员 4125 .18 .38 0 1

　中高层管理人员 4125 .10 .30 0 1

　女性＊低层管理人员 4125 .09 .28 0 1

　女性＊中高层管理人员 4125 .03 .17 0 1

　国有 4125 .63 .48 0 1

(二)模型

本文使用常见的收入线性回归模型:Y =XB +e

其中 , Y 是n×1的因变量向量(n 为数据中的个案数),这里是年

收入的对数形式 ———log(年收入);X 是一个第 1列为向量 1的 n×(p

+1)矩阵 ,第二列到第 p列为模型中p 个自变量的数据(不同的模型 p

可变);B 是长度为(p+1)的回归系数向量 ,其第一项为截距项;e 为 n

×1的残差项向量。

在使用上述统计分析模型时 ,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 。首先 ,为了显

示不同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并不是所有的模型均包含相同的自变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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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职业(管理职位)的相关性过高 ,因此它们并不同时进入模型中

(特别是不同时包括与女性的交互变量)。其次 ,如前面所述 ,随着转型

过程的推进 ,女性男性的收入差距根据所在单位的所有制的不同将显

出不同的特征。反映到数据中 ,则是不同所有制下的回归模型可能并

不相同。这提出一个警示 ,我们不能轻易地将两个所有制下的数据做

一个混合的回归分析。一个有效而简便的方法是使用 Chow-检验来

判断是否可以将不同所有制的数据混合起来得出一个总的回归模型 。

下面的分析也验证了这一忧虑 。对 1988 CHIP的国有与非国有数据的

Chow-检验 ,显示了相同的回归特征。因此 ,我们使用了同一个回归模

型。相反地 ,1995 CHIP与 2003 CGSS 数据则没有通过Chow-检验。因

此 ,我们在分析这两个数据时 ,分别对国有与非国有数据作回归分析 ,

得到两个相互独立的模型 。

(三)分析结果

表2给出了 1988年 、1995年以及 2003年分变量组别的男女年收

入比较 。这些描述性结果可以大致显示出两性收入的差距大小及趋

势。在这里 ,我们重点讨论男女收入的性别差距。至少可以从该表中

归纳出以下两点 。首先 ,从绝对收入上看 ,1988-1995年与 1995-2003

年这两个 7 、8年的间隔中 ,城市居民的收入有了极大的提高 。① 但是 ,

我们可以发现 ,男女收入的上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在 1988-1995年

间 ,男女收入均增加约 3 倍。因此 ,男女性别收入差距也增加了约 3

倍。但是 ,在1995-2003年间 ,男性收入的增加远远高于女性收入的

增加———女性收入增加约 45%,男性收入增加约 78%,而男女收入的

性别差距保持了 3倍以上的增长。因此 ,在这一时期男女性别收入差

距的增长远远高于男女两性各自的收入增长速度 。换言之 ,在社会转

型的推进过程中 ,女性至少在收入上没有享受到与男性同步的增长。

其次 ,除去少数几个地方的特殊情况 ,绝大多数分组别的男女收入

的性别差距显示出了以下特征:随年龄的增加而扩大 、随教育程度的提

高而降低 、随职业地位的提高而降低 、随单位级别的提高而降低 、非国

有单位较国有单位差距更大。这些特征在这 3个调查数据中是一致

的。这些描述性的结果大体上也与前面的理论假设(1a 、1b 、2a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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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基本一致。接下来 ,我们用回归模型更严格地来检验这些假设 。

表3给出的是根据 1988 CHIP 数据的关于个人收入决定因素的 5

个回归模型。其中 ,前 3个模型使用了整个样本数据;而后两个模型将

国有与非国有样本拆开 ,分别计算了含有相同回归变量的两个独立回

归模型 。模型 2a与 2b的拆分是为了验证 ,是否可以将这两个群体的

子样本放到一起做回归分析。前面提到过 ,1988 CHIP 中的国有与非国

有通过了Chow-检验。从模型2a 与2b的比较中也可以粗略地印证这

一结论。这两个模型的回归系数不仅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它们的数值

大小也极为接近 。惟一例外的是自我择业的回归系数差异较大 。这是

因为 ,在 1988年 ,这一职业的个案数较少。因而 ,国有与非国有数据中

的这一回归系数相当不稳定。从一定意义上讲 ,这两个模型没有太大

的区别。因此 ,我们可以将这两个子样本混在一起 ,得出整体样本的模

型。在理论上 ,这一结果对应的结论是 ,至少到 1988年为止 ,国有单位

与非国有单位中个人收入的决定模式没有区别。

表3中的模型1a-1c是针对 1988 CHIP 整体样本的模型 。其中 ,

模型 1a 是基本模型;而模型 1b 在 1a的基础上加入了女性与年龄变

量 、女性与教育程度 、女性与单位所有制的交互变量;模型 1c 是在 1a

的基础上剔除了教育程度变量 ,加入了职业二分变量群 、女性与年龄变

量 、女性与单位所有制的交互变量 ,及女性与一系列职业二分变量的交

互变量 。这样 ,相对于模型 1b与 1c 而言 ,模型 1a 是一个嵌于它们之

内的简单模型。我们的理论假设是关于收入的性别差异是否随着某些

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 ,分析策略就是要显示 ,女性与这些变量的交

互变量是否显著地不等于 0。如果这些交互变量的数值大于 0 ,则表明

随着这些变量的增大 ,女性相对于同等条件男性(提醒:男性编码在这

里为 0),获得了额外的更多的收入 。这样的收入缩小了女性相对于男

性收入的差距。因此 ,整个分析过程中(包括表 4的分析)的关注点就

是这些交互变量 。

①　年龄 2 100的系数为负 ,显示年龄的收入增长曲线随着年龄的增长渐趋平缓———即增长

越来越缓慢。

模型 1a中的结果显示:1988年城镇个人收入随着年龄 、
①
教育程

度的增加而增加;工作在国有单位的党员的收入更高;在控制以上变量

后 ,女性相对于男性收入要少约10%(1-e
-0.101

)。模型 1b中新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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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个人年收入的决定因素(1988 CHIP)

1988 CHIP整个样本数据 国有单位 非国有单位

(1a) (1b) (1c) (2a) (2b)

女性(vs.男性) -.101＊＊＊ -.408＊＊＊ -.222＊＊ -.273＊＊＊ -.397＊

(17.07) (5.40) (3.08) (3.23) (2.27)

党员(vs.非党员) .058＊＊＊ .056＊＊＊ .054＊＊＊ .040＊＊＊ .093＊＊＊

(7.76) (7.53) (6.70) (4.94) (3.38)

年龄

　年龄 .078＊＊＊ .080＊＊＊ .080＊＊＊ .078＊＊＊ .088＊＊＊

(41.14) (31.74) (31.37) (29.25) (12.45)

　年龄 2 100 -.079＊＊＊ -.079＊＊＊ -.080＊＊＊ -.077＊＊＊ -.092＊＊＊

(31.72) (24.49) (24.59) (22.78) (9.62)

　女性＊年龄 .011＊＊ .009＊ .009 .013

(2.79) (2.35) (1.94) (1.35)

女性＊年龄 2 100 -.023＊＊＊ -.023＊＊＊ -.018＊＊ -.029＊

(4.29) (4.23) (3.01) (2.17)

教育

　教育年限 .017＊＊＊ .010＊＊＊ .006＊＊＊ .011＊

(16.29) (7.03) (4.05) (2.23)

　女性＊教育年限 .015＊＊＊ .012＊＊＊ .016＊＊

(7.25) (5.41) (2.80)

单位所有制

　国有单位(vs.非国有) .114＊＊＊ .058＊＊＊ .063＊＊＊

(15.88) (5.21) (5.68)

　女性＊国有单位 .087＊＊＊ .092＊＊＊

(6.03) (6.37)

职业(vs.产业工人)

　自我择业 .030 .074＊ -.256＊

(.67) (2.02) (2.45)

　职员 .013 .006 .077＊＊＊

(1.31) (.77)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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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1988 CHIP整个样本数据 国有单位 非国有单位

(1a) (1b) (1c) (2a) (2b)

　技术人员 .064＊＊＊ .040＊＊＊ .098＊＊

(5.35) (3.95) (3.04)

　经理 管理人员 .067＊＊＊ .045＊＊ .168＊＊＊

(4.53) (3.21) (3.70)

　女性＊自我择业 .010

(.14)

　女性＊职员 .059＊＊＊

(4.14)

　女性＊技术人员 .067＊＊＊

(4.00)

　女性＊经理 管理人员 .071＊

(2.15)

常数项 5.484＊＊＊ 5.527＊＊＊ 5.634＊＊＊ 5.656＊＊＊ 5.390＊＊＊

(148.79) (111.59) (118.53) (105.53) (41.23)

N 17197 17197 17197 13542 3655

R2 .31 .32 .31 .30 .26

　　注:括号内为 t-检验统计量的绝对值。

 :p < 0.10;＊:p < 0.05;＊＊:p < 0.01;＊＊＊:p < 0.001。

交互变量在统计意义上都具有显著性 ,表明模型 1b 相对于 1a 有显著

提高 。女性与年龄的两个交互变量的显著性 ,表示高年龄女性的收入

增长相对于男性急剧减缓———即 ,高年龄段女性与同年龄段男性的收

入差距最大。我们更关注的女性与教育程度以及女性与单位所有制的

交互变量也在统计上显著为正 ,表明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以及在国有

单位工作的女性 ,相对于同等条件的男性得到了额外的收入 ———或是

这些女性缩小了她们的收入与男性的差距 。具体的回归数值显示 ,平

均而言 ,女性每增加 1 年的教育年限 ,其收入相对于男性增加 1.5 %

(e
0.015

-1);在国有单位工作的女性 ,其与男性的收入差距降低 9.1 %

(e
0.087

-1)。模型 1c中的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模型 1b 中的相差无

几 ,不再讨论。与模型 1b比较 ,模型 1c新加入了职业变量以及女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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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变量的交互变量 。相对于产业工人而言 ,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的

收入要分别高出 6.6%(e
0.064

-1)和 6.9%(e
0.067

-1)。而职员 、技术人员

和管理人员的女性 ,其收入相对于男性的差距分别降低了 6.1 %(e
0.059

-1)、6.9%(e
0.067

-1)和 7.4%(e
0.071

-1)。以上的这些结果 ,证实了假

设 2a和 3a。同时 ,没有任何结果支持假设 1c。或许 ,这是因为1988年

的城市改革还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为了进一步探索这一问题 ,我们

引入对1995 CHIP 和 2003 CGSS数据的分析。

表4给出了 1995年和 2003年城镇居民个人年收入的 8个模型 。

这些模型分成回归自变量完全相同的两两对应的 4组:前两组是对

1995 CHIP 数据的分析;后两组是对 2003 CGSS数据的分析。这 4组模

型中 ,第一个模型包含国有单位的个人 ,而第二个模型包含非国有单位

的个人。这是因为 ,这两个数据中的国有与非国有的样本显示出了不

一样的回归特征 ,同时都没有通过 Chow -检验。通过比较这些两两对

应的模型 ,我们也可以具体地指出 ,在所有制不同的单位 ,男女收入的

性别差异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比较表 3与表 4 , 1988年的数据可

以将国有与非国有的样本混合在一起做回归分析 ,而 1995 年与 2003

年的数据则不能做同样的混合模型 ,只能将国有与非国有样本分开分

析。显然 ,1995年和 2003年国有单位与非国有单位的个人收入决定因

素———特别是性别收入的差异 ,显出了不同的特征(假设 1c)。

比较模型 1a与 1b 、以及模型 3a与 3b ,可以很清楚地发现 ,在 1995

年和 2003年数据中的国有单位样本的回归模型中 ,女性与教育程度的

交互变量统计上显著大于 0 ,而非国有单位样本的回归模型中的同一

变量则没有显出显著性(假设 1c)。在国有单位样本中 ,女性每增加 1

年的教育年限 , 1995年数据显示女性收入相对于男性增加 2.3%(e
0.023

-1),2003年数据则显示这一数字为 10.1%(e
0.096

-1)。随着教育的增

加 ,国有单位的女性获得了额外的收入以降低她们与男性之间的收入

差距(假设 2a);但非国有单位的女性没有这样的额外收入 ,教育程度

的高低对于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没有影响(假设 2b)。

模型 2a和 2b分析了 1995 CHIP ,剔除了模型 1a和 1b中的教育变

量 ,加进了职业变量。可以发现 ,在国有单位样本中 ,高职业地位获得

了更多的收入;而高职业地位的女性则获得了额外的相对于男性的收

入(再次提醒 ,男性编码为 0),并降低了与男性收入的差距(假设 3b)。

在非国有单位样本中 ,高职业地位获得了更多的收入;高职业地位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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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没有得到任何照顾 ,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没有任何改变(假设

3b)。模型4a 和4b分析了2003 CGSS ,剔除了模型3a和 3b中的教育变

量 ,加进了管理职位变量 。同样地 ,我们可以发现 ,与非管理人员相比 ,

国有样本与非国有样本中的低层和中高层管理人员均获得了更高的收

入(非国有样本中的低层管理人员系数接近显著)。但管理人员与女性

的交互变量中 ,国有样本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的系数显示了显著性 ,表示

这些女性得到了额外的收入并降低了与男性收入间的差距(假设 3b);

而非国有样本中的回归系数则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显著性 ,表示不论管

理职位高低 ,女性与男性收入的差距没有变化(假设 3c)。

(四)小结

在所有回归模型中 ,控制了其他变量后 ,女性变量的系数为统计上

显著小于 0的负数。这表明的确有一个女性性别收入的扣除因子———

即 ,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女性收入低于男性。但是 ,我们更关注这一性

别收入差距随其他变量变化的结构 。同时 ,对跨度为 15年的 3个调查

数据的分析 ,可以让我们审视不同的所有制单位组织内对于性别因素

的处理。对于改革之初时的 1988年数据 ,我们没有发现国有与非国有

单位个人收入决定因素上的差异 ,因此使用了同一个模型来分析整个

样本数据。对于 1995年与 2003年数据 ,我们分开分析国有单位样本

与非国有单位样本。

男女性别收入差距的结构可以用图 2来表示。图中的纵轴表示收

入 ,横轴表示教育 、职业 、职位地位 。图中的男性收入直线在上 ,女性收

入直线在下 ,表示男性收入较女性更多;另外 ,随着地位的提高 ,男性与

女性收入都增加 。上面 3个图是国有单位的模式 ,下面 3个图是非国

有单位的模式。在国有单位中 ,没有发现时间维度上的变化。在地位

较低的左端 ,男性收入远高于女性 ,收入的性别差距较大。随着地位的

提高 ,女性收入增长的速度比男性更快 。这是因为在国有单位 ,高地位

的女性相较于同条件的男性获得了额外的收入 ,因而减少了与男性间

的收入差距。在高地位的情况下 ,女性的收入已经极为接近男性的收

入。在非国有单位中 ,我们发现了变化 。1988 年数据的分析结果表

明 ,男女性别收入的比较模式与国有单位的相同。但 1995 年与 2003

年数据的分析显示 ,随着地位的提高 ,女性原来获得的额外收入消失

了。高地位的女性并没有缩小与男性间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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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收入与地位相互关系模式(分国有与非国有单位)

五 、讨　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关于社会主义性别分层结构模型 ,并演示了

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演变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性别分层是由于官僚

体系扭曲了再分配过程 ,在平等主义国家无法监控的基层产生。并指

出随着相对于再分配中心距离越远 ,等级地位越低 ,女性受到性别歧视

的可能性就更高 。随着改革的深入 ,市场机制调节能力的扩张 ,受到再

分配体系保护的等级地位较高的女性受到的性别歧视也逐渐加重。平

等主义的国家极力推行男女性别平等 ,而与父权主义纠缠在一起的官

僚政治行为却倒向区隔主义的性别歧视 。性别不平等结构并不是简单

的男女间各种指标的差距 ,而是一个更为复杂划分的结构 ———不同的

女性群体承受着不同程度的性别不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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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其他可能的理论

本文提出的解释有可能遇到一些理论上的挑战 ,比如:强调男女两

性体能差异 、脑力趋同的理论 。从本质上讲 ,这一理论可以被归结于人

力资源理论的范畴 ,只不过它强调了生产过程中两种不同的人力资源

类型 ,认为等级地位的高低与工作中使用体能和脑力的比重是紧密联

系的 。等级地位低的工作 ,需要更多的体能 ,处于劣势的女性的收入自

然比男性少很多;而等级地位高的工作 ,需要的是更多的脑力劳动 ,体

能的优劣没有太大的影响 ,女性收入与男性较为接近。

初看起来 ,这一理论很有吸引力 ,因为它强调的是生产能力意义上

男女人力资源的差异 ,并排除了文化意义上的性别歧视 ,深具保守主义

的色彩 。但是 ,这一模型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是不相符合的 。理由

有三。首先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 ,女性化职业更多地集中在服务业 、办

公室职员以及技术人员。① 相对而言 ,这些职业并非整个职业等级的

低端 ,其从业者也可以归入脑力劳动阶层。然而在这些职业中 ,女性的

收入与男性相比依然有着不小的差距;其次 ,这一模型无法解释随着社

会转型的推进 ,高等级地位的女性失去了额外的补偿 ,她们与男性收入

的差距并不因为她们高等级的地位而缩小 。按照人力资源的观点 ,高

等级地位女性的额外补偿是与她们所拥有的脑力型人力资源相对应

的。这一资源是这些女性所固有的 ,并不会随着社会主义的转型而消

失 ,也不会因为在国有单位或非国有单位工作而消失 ,它将继续(原来

的再分配单位 ,现在的市场)发挥效应。然而事实上 ,在新的时期 ,在非

国有单位工作的女性拉大了与男性间的收入差距 。脑力型的人力资源

并没有任何保护作用;最后 ,跨社会的比较更能够说明这一模型的不合

理性。按说男女性别在这些人力资源上的差异是跨越社会制度背景

的 ,这一理论也应当适合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分层结构 。然而 ,资

本主义美国性别分层的结构正好与这一模型的预测相反:等级地位(教

育程度或是职业地位等)较低的女性与男性收入的性别差距较小 ,而等

级地位较高的女性与男性收入的性别差距则更大(Morgan , 1998;

Grodsky &Pager , 2001)。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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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个重要的例子是“玻璃天花板”的比喻:一定地位的女性很难进一步上升 ,因为她们遭
受了并不明显(透明的玻璃)的制度上的局限(天花板的限制)。这一比喻在种族分层中

也同样适用。

这里指的技术人员更多的是医生 、护士 、教师等专业人员 ,而非工程技术人员。



(二)国家与性别分层

社会主义国家性别分层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性别分层结构正好相

反的事实 ,值得进一步讨论。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平等主义政策理论

上应涵盖整个社会。但是 ,由于再分配制度自上而下 、逐级推进的特

征 ,使得在国家政权监管不到的基层 ,区隔主义的官僚行为可以扭曲再

分配的过程。因此 ,它更多的是保护了处于等级地位较高的女性 ,而对

处于再分配过程边缘的基层女性影响甚微。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推行平

等主义的道义和政策 。但是 ,现代福利国家通常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的

福利政策 。这样的政策为处于底层的女性提供了帮助 ,使她们可以依

靠国家资源继续生存 。文化意义上的性别歧视有着穿透制度的能量 。

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社会 ,都存在不同形式的男女性别的不平

等。或许 ,仅仅只有制度设置上的变迁并不足以彻底消除性别歧视。

以上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分析 ,都提到国家

对于女性不同起因 、不同程度的保护。国家视角的女性主义者认为 ,国

家的福利政策取代了男性的家庭责任 ,使得女性更加依赖以政府为代

表的国家(Haney ,2000)。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相近的地

方。福利国家的福利政策保障了底层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社会主义

国家更加彻底地进入家庭的多个领域(Whyte ,2003),使得妇女在生活

与工作上对国家有更大的依赖 。从这个角度讲 ,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女

性的保护显然要彻底得多。对于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而言 ,国家机器

更多地显示了父权主义的特征;女性受到压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个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 ,并通过福利政策 、法律条文以及刑罚规定来实现

这样的父权社会的运行(Haney , 2000)。这样的论断与我们上述对社会

主义国家性别分层结构的分析结论完全相反 。之所以有这两种相反的

结论 ,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 ,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性别平等主义政策 。

因此 ,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性别社会分层不能归结于政府的不作为(比较

S rensen &Trappe , 1995)。国家一直都在实践性别平等的理想 。但是 ,

国家的监控能力在再分配制度安排下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这样的局限

性给了基层官僚扭曲再分配过程的机会 。事实上 ,在保护等级地位较

高的女性的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显然实现了自己男女平等的诺言 。

(三)转型时期的演变

随着再分配机制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市场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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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逐步增强 ,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的性别分层结构又会有什么

样的变化呢?前面已经提到过 ,尽管其意识形态的原则强调男女平等 ,

但这一承诺更多的是在等级地位较高的地方得到了保证 ,而在远离再

分配中心的基层 ,性别不平等一直都存在并且突出。这一国家的保护

或是监管功能在社会转型时期逐渐减弱 ,这导致等级地位较低的女性

受歧视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善 ,而等级地位较高的女性则开始承受以前

在再分配制度中不曾经历的性别不平等 。从我们的数据结果看 ,在远

离国家监控的市场机制中 ,女性受到了更多的歧视 。可以预期 ,从再分

配体制内跳入市场体制的女性精英或许可以得到相对于从前更高的收

入 ,但是她们也必然要承受与同等条件男性相比的更大的收入差距 ,以

及更少的晋升机会。总体而言 ,再分配制度的淡出 ,使得父权主义的性

别歧视失去了平等主义国家的抑制。从这个意义上讲 ,转型时期的性

别不平等显然比再分配时期严重 。与再分配相比 ,市场调节有着其优

势。但是 ,它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没有自然内在的保护和支持。随着市

场调节的强化 ,是否意味着 ,在转型时期的性别不平等最终将出现与资

本主义社会性别不平等趋同的特征 ?

六 、结　语

社会分层研究对于性别的重视 ,既有理论的因素 ,也有方法论上的

因素。更为根本的 ,它同样含有理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社会主义

国家在建立之初就有男女平等的诺言 ,实际中男女性别不平等弥漫整

个社会。可见平等主义的理想与不平等的实践存在一定的距离 。在我

们看来 ,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性别不平等存在于再分配过程中 ,是父权主

义借助区隔主义的官僚政治 ,扭曲再分配过程而形成的 。平等主义的

国家尽力推行男女平等的原则 ,但是却无法规范远离再分配中心的官

僚行为。这样的性别不平等结构显示了鲜明特征:根据与再分配中心

的距离 ,不同的女性群体承受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越是远离再分配中

心 ,越是承受更为严重的性别歧视 。本文使用跨度长达 15年的 3个调

查数据 ,验证了由这一理论推导出的相应的假设。

对于再分配制度下的性别不平等的清楚认识有助于我们预期在社

会转型时期性别不平等的走向 。随着再分配机制作用的逐渐降低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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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义国家对于女性的保护进一步减弱 。以往远离再分配中心的等级

地位较低的女性依然处于整个劳动力的末端;而以往受到国家完全保

护等级地位较高的女性 ,如今也受到无情的性别歧视 。正是由于国家

力量的退出 ,导致了转型时期性别歧视的抬头和加重。

本文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理论模型 ,并使用了大规模数据做了验证 。

未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至少可以有以下两个方向:一是进一步挖掘在

再分配机制下以及在再分配机制淡化的转型时期 ,性别不平等的微观

动力体系 。或许 ,这样的工作不能坐在计算机前完成 ,更需要走近实际

生活(参见 Lee ,1998;李静君 , 2006);二是密切关注性别不平等在转型

时期出现的新的情况和特征。到现在为止 ,社会主义转型还远远没有

完成 。现在就断言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出现与西方国家的性别不平等相

似的特征 ,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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